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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的分裂”：重释

欧洲兴起、亚洲衰落与复兴∗

罗　 杭

　 　 【内容提要】 　 为解释广义的“李约瑟难题”———为什么原本领先的亚洲走向衰落

和原本落后的欧洲开始崛起，马克斯·韦伯的宗教精神论、道格拉斯·诺斯的制度决

定论、保罗·肯尼迪的多元政治说和加州学派诸理论提供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解释，但
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且其逻辑推演体系难以解释当下的“格局扭转”———欧洲

的颓势和亚洲的复兴。 作者改进肯尼迪的多元政治学说，并整合诺斯的制度理论，尝
试提出一套“适度分裂”的分析框架：“分裂”的“度”会影响内外压力的比重和国家政

权的强弱，只有实现了“适度分裂”的微妙平衡，统治集团才能同时具备“进取”的意愿

和能力，实现国家之崛起。 纵观历史，１５ 世纪以来欧洲民族国家诸强竞争格局实现了

“适度分裂”的微妙平衡，同时具备了“进取”的意愿和能力；１５ 世纪以前欧洲封建邦

国林立的“过高分裂”使得统治者虽有外部竞争的强大压力，却无力提供激励资本积

累和技术发明的有效制度保障；而 １５ 世纪以来亚洲帝国—附庸体系的“过低分裂”又

使得统治者虽有强大的制度构建和运行能力，却没有促进工商贸易和技术创新的主观

意愿。 伴随着历史周期和世界形势的演化（特别是全球化国际竞争场域下），“适度的

分裂”有了新的含义和尺度，在同一套分析框架下能够较好地解释当下的欧洲渐现颓

势和亚洲（特别是中国）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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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释欧洲兴起的诸派理论

１５ 世纪末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开始崛起而亚洲逐渐衰颓。 为何原本落后的欧

洲开始领先，而原本进步的亚洲渐渐衰落？ 英国学者李约瑟（Ｊｏｓｅｐｈ Ｎｅｅｄｈａｍ）研究中

国科学技术史发现，１６ 世纪以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超过西方，为什么近代

科学和工业革命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文明中成长？① “李约瑟难题”引起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思索，事实上，近五百年来西方（欧洲）在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领

域都实现了对东方（亚洲）的追赶和反超，从一个更广义的角度讲，“李约瑟难题”可以

阐释为：欧洲为什么会崛起，为什么会产生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为何实现了长期的经

济发展、政治进步和社会繁荣？ 而相反地，为什么同一时期的亚洲却停滞不前，并在欧

洲列强的冲击下“如梦初醒”？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

思考。

（一）宗教精神论

以维尔纳·桑巴特（Ｗｅｒｎｅｒ Ｓｏｍｂａｒｔ）、②马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ｂｅｒ）等为代表，

认为西方宗教比东方宗教更为积极，更加关注对自然的改造，特别是通过宗教改革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后西方基督教中的新教教义鼓励人不断探索创新，积极创造物质财

富，同时勤俭节约。③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因为 １６—１７ 世纪的宗教革命导致

新教伦理的广泛接受与传播。 传统的天主教的财富观与新教的财富观有很大不同，天

主教认为财富是罪恶，拥有财富就进不了天堂，如《圣经》中所言：“比骆驼穿过针线孔

还难。”而新教认为财富积累是为上帝工作，彰显上帝的荣耀，不影响进天堂，所以新

教徒都很努力工作、勤奋、简朴、自制力强。④ 这些观念的改变（孕育了所谓的“资本主

义精神”）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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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洪：《李约瑟难题之争》，载《百科知识》，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第 ３０ 页。
“在韦伯之前，桑巴特就试图把近代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犹太教教义联系起来，并认为远在 １６ 世纪之

前欧洲就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 其中，犹太教教义和信仰最早在这种精神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 而韦伯受其影

响较大，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了自己的理论，认为新教在英国工业革命和美国的技术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参见韦

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上）———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

华勒斯坦》，载《河北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第 ８５ 页。
吴亮：《欧洲近代崛起的探索———读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载《公共管理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９８ 页。
如美国“进步时代”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等企业家都是虔诚的新教徒。
参见清华大学王庆新教授《政治学原理》课件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８１ 页；Ｍａｘ Ｗｅｂｂ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 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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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决定论

以道格拉斯·诺斯（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Ｎｏｒｔｈ）等为代表，认为清晰的产权制度、规范的法律

体系以及组织结构的变革和创新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① 诺

斯认为，西方世界过去一千年来的经济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后来私有产权保护制度

（保护私人土地、股份财产和鼓励创新发明的专利法规）的建立，是解释西方世界崛起

的最关键原因；相比较而言，以前的经济历史学者如沃尔特·罗斯托（Ｗａｌｔ Ｗ． Ｒｏｓ⁃

ｔｏｗ）的解释强调技术创新、教育、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诺斯认为这些是

增长本身的表现，而不是增长的原因，保护产权制度的创建才是真正原因：因为从“理

性”的角度出发，如果没有对个人利益的有效激励和保障制度的存在，个人是不会轻

易从事对社会有益的经济活动的（如商品交易、资本投资、技术创新等）。 所以私有产

权的保护制度是高效率的，它使得每个公民在市场中的自由和公平的交易成为可能。

没有私有产权的保护，就可能出现交易后的利润和收益的产权归属不明晰，公民之间

市场交易的意愿就大大降低。② 诺斯早期的研究认为经济增长只与经济制度安排（特

别是私有产权制度和专利制度）有关，后期他认为广义的制度安排（包括政治、经济、

文化）都与经济增长有关，一个国家的广义的制度安排若是高效率或低交易成本，这

样的制度将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③

（三）加州学派

以李中清（Ｊａｍｅｓ Ｌｅｅ）、彭慕兰（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杰克·戈德斯通（Ｊａｃｋ Ｇｏｌｄ⁃

ｓｔｏｎｅ）等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反对西方中心主义。 戈德斯通在其著作《为什么是欧洲》

中认为西方的崛起并“不是因为欧洲在哪一方面比世界上其他地区更优越，不是因为

欧洲比其他国家更富有，或者在科学技术上更领先、在生产制造和商业上更优秀，历史

的经验也并没有充分的论据证明欧洲在宗教、贸易、法律制度和技术上比其他国家更

具优势”，并认为解释“西方崛起”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于西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广泛存

在的对创新的渴望和能力，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新的思想（涉及经济、政治、科学

等方方面面），它需要宽容的文化和开放的观念。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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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诺斯著，陈郁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版。
参见清华大学王庆新教授《政治学Ⅱ》课件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８３ 页；Ｄｏｕｇｌａｓｓ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Ａ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 Ｗａｌｔ Ｗ． Ｒｏｓ⁃
ｔ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 Ｎｏｎ⁃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参见清华大学王庆新教授《政治学Ⅱ》课件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８４ 页。
吴亮：《欧洲近代崛起的探索———读杰克·戈德斯通〈为什么是欧洲〉》，载《公共管理评论》，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２ 页。



然而本文认为，韦伯的宗教精神论、诺斯的制度决定论、加州学派等诸理论恐怕不

足以完全解释历史上欧洲兴起和亚洲衰落的根源性原因，其逻辑体系更难以解释当下

的“格局扭转”———欧洲的颓势和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复兴，本文改进英国学者保

罗·肯尼迪（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的多元政治学说，并整合诺斯的制度理论，尝试提出一套

系统性的“分裂”进步学说，界定一系列新的概念（分裂的度、内外压力、进取意愿与能

力等）并构建其逻辑推演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用的“分裂”一词主要指政治上

的分裂，且为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如欧洲 １９ 世纪末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王国、法

兰西共和国并立的时期相对于罗马帝国时期是为分裂，而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诸邦并

立相对于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是为分裂。

二　 “分裂”进步说：“适度的分裂”与欧洲的崛起

宗教精神论认为新教伦理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制度决定论认为保护私有

产权的制度创新提供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有效激励和保障，加州学派认为欧洲的

崛起源于宽容和多元性的文化，在于对创新的渴望和能力。 然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

思考：为什么欧洲会孕育出鼓励努力工作和创造财富的宗教伦理而亚洲却不能？ 为什

么欧洲能产生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体系而亚洲却不能？ 为什么欧洲会生成对创新和

发明的无限渴望而亚洲却不能？ 事实上，不论是努力工作、创造财富的伦理，保护私有

产权的制度，还是宽容的文化和新的思想，其背后一定还有深层次的、根源性的原因值

得挖掘。 要理解五百年来欧洲的崛起和亚洲的衰落，所谓的伦理、制度、思想创新等恐

怕都只是“中间变量”，尚难称为根本上的“自变量”，这些要素也是欧洲国家和亚洲国

家所处的整个大系统、大环境作用的产物，然后再影响了欧洲和亚洲国家历史演化和

发展进程的不同轨迹。 纵观五百年来欧洲和亚洲国家所处的大系统和大环境，一个最

大的差异就是政治格局的迥异：欧洲是动态、流动、激烈的诸强竞争结构，亚洲则是稳

定、僵化、平和的帝国—附庸体系。 事实上，正是欧洲的分裂和竞争促进了欧洲的

崛起。

关于分裂与欧洲崛起之间关联的探讨，保罗·肯尼迪有所论述。① “罗马帝国崩

溃之后，欧洲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一种四分五裂、各国互相竞争和军事冲突不断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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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肯尼迪“从历史上欧洲各国政治的多元性、民族和王朝的国力竞争及军事冲突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来解释

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历史原因”。 参见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

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载《河北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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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①这种多元性的政治格局造就了欧洲的崛起。 保罗·肯尼迪认为，多元政治形成

的原因在于欧洲“支离破碎、纵横交错”的地理状况，“欧洲的地形支离破碎，加上众多

的山脉和大森林，从南到北气候差异很大，这就使得在欧洲建立统一的政治控制体制

变得非常困难。 这种多样化的地形促进了分散政权的发展和持续存在”。② 这样一种

地理上的差别，是远在人类社会和国家诞生之前就已形成的客观存在。

然而，在论述政治多元性和欧洲崛起之间的逻辑关联时，肯尼迪主要从一种政治

（政府）消极性的角度解读，认为欧洲国家政府的弱小和社会控制力量的薄弱为工商

业贸易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新兴势力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 “各地王权势力的相

对薄弱，为近代欧洲各地———尤其是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和环周边地区———的分散

贸易提供了契机，欧洲的近代市场贸易秩序，事实上就是在这种各国王室政治竞争和

军事冲突的缝隙中发展起来的。”③“在欧洲既不存在一个可以有效地阻止这种或那种

工商业发展的单一政权，也不存在一个中央政府因其侧重点不同而造成某一工业的兴

起或衰落；那种类似于严重阻碍印度莫卧尔帝国的征税人对商人和企业家进行系统与

全面掠夺的情形也没有发生，像明代中国和幕府时代的日本那样对海外贸易所颁发的

禁令也难能有什么效果。”④肯尼迪接着发现，在这样一种分散、多元的政治格局中，

“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ａ ｓｙｍｂｉｏ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ｉｐ），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国内秩序以及非任意专断的法律制度（对外国人也

是如此），并从税收中获取了由贸易所带来的利润增长的一部分”。⑤

肯尼迪的研究较好地分析了欧洲政治上的分裂与兴起之间的关联，但仍有待在逻

辑自洽性上进一步完善。 既然欧洲的崛起得益于“四分五裂”的宽松环境，那么 １５ 世

纪以前的欧洲更加分裂，处于无数个封建小邦国林立的状态，商业贸易发展和新兴阶

级成长的空间无疑更加广阔，为何这一时期的欧洲没有兴起，并长期“沉沦”于“漫长

而黑暗”的中世纪，反而是 １５ 世纪以后欧洲各国趋向统一、王权巩固、一系列强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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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

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载《河北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４ 页。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

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载《河北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４ 页。
韦森：《近代西方世界兴起原因的再思考（下）———从斯密、黑格尔、马克思、桑巴特、韦伯、熊彼特到诺

思、肯尼迪和华勒斯坦》，载《河北学刊》，２００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５４ 页；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ｒｏｍ １５００ ｔｏ ２０００， ｐｐ．１６－２０。

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ｒｏｍ １５００
ｔｏ ２０００， ｐ．２０．

Ｐａｕｌ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ｒｏｍ １５００
ｔｏ ２０００， ｐ．２０．



民族国家相继建立时开始了崛起的进程？ 此外，支持和保护贸易可以获得税收利润这

一点浅显易懂，然而为何只有欧洲政权与市场建立了共生关系，而亚洲的统治者却会

对利益和好处“无动于衷”？ 这背后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①

因此，肯尼迪的理论还有待改进，需要引入一系列新的概念，并构建更加周密、系

统的逻辑推演体系（如表 １ 所示）。 欧洲的兴起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分裂（政治多元

性），也绝非分裂程度越高发展就越迅速，分裂程度越低发展就越滞缓，或武断地认为

分裂则崛起，统一则停滞。 对此，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度分裂”的概念，并由此区分“过

高分裂”和“过低分裂”，同时考虑各国统治集团所面临的压力来源的不同。 在不同的

分裂状态下，政权（统治集团）所面临的内部安定压力和外部竞争压力的比重是不同

的，内外压力的强弱对比使得各国的“进取”意图各不相同，不同的分裂程度也使得各

国的“进取”能力各不相同，而只有在“进取”意图和“进取”能力兼备的状态下，才能

实现一国之发展和崛起。 因此，所谓“适度的分裂”，就是在这一政治分裂程度下，政

权能同时具备“进取”的意愿和能力。 从政权对社会经济发展发挥积极效用的角度

讲，所谓“进取”意图，是指政府有促进工商贸易和技术发明的主观意愿；所谓“进取”

能力，是指政府能够为民众的经济活动和技术发明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激励规则和

可靠预期的能力，例如保护私有产权的制度、奖励和保障技术发明的收益等。

表 １　 分裂程度、界定标准、压力来源、进取意图、进取能力和发展结果的关系矩阵

分裂程度 过高 适中 过低

界定标准（欧洲崛起的时代②） 分散林立的小邦国 数个民族国家 大一统的帝国

主要压力 外部竞争压力 外部竞争压力 内部安定压力

“进取”意图 有 有 无

“进取”能力 无 有 有

发展结果 缓滞 兴起 缓滞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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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而且，肯尼迪首先认为欧洲政权的分散和社会控制力量的薄弱使得政府无力压制市场贸易和新兴阶层

的发展，即意味着政府从初衷上持一种压制和否定的态度，然而随后又认为欧洲政权为获得税收利润开始支持和

保护市场，即持一种鼓励和肯定的态度，那么欧洲政权对工商业发展、市场贸易、技术发明的本原态度到底如何？
如果这种态度上的不一致是客观演变的结果，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转变？

“欧洲的辉煌应该从 １５００ 年算起。 从那时起，欧洲国家利用地理大发现带来的美洲白银资本，全面推进资

本主义发展模式，获得了比亚洲和其他地区更高的生产率和更多的财富，开启了近代世界的全球体系。 在 ４００ 年

间，支配世界的主导权像接力棒那样，在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的手中传递，欧洲成了控制世界的枢纽地区。”参见王湘

穗：《从大西洋同盟到太平洋世纪———全球力量重心转移的历史趋势》，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２年第 １期，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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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史实，具体分析各概念的逻辑联系，在欧洲崛起的数百年间（至资产阶级革

命以前），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各国统治集团都主要为封建土地贵族，本质上

（或初衷上）都不鼓励乃至遏制工商业经济发展，因为这不仅会培育新的权贵阶层，挑
战其固有地位，而且会造成不安稳因素（例如民众都去经商而不种地）。 然而，在一个

充满竞争性的环境下，在外部竞争压力大于内部安定压力的情况下，统治集团往往又

不得不放松限制乃至鼓励资本活动和工商贸易。 在“过低分裂”的状态下，例如亚洲

的帝国—附庸体系中，大帝国的统治者面临的外忧远远小于内忧，可以全神贯注于

“安内”，重农抑商，维系统治，首要目的是确保王权千秋万代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发展，
几乎没有任何“进取”意愿，这也解释了为何亚洲的帝国统治者不会为贸易带来的利

润所动，因为这与统治权的重要性相比“相形见绌”“难堪一提”。
然而在欧洲的诸强竞争结构中，各国统治者为了维护本国生存乃至谋求霸权，①

必须考虑“竞外”，否则国土沦丧、国将不国，王权的稳固更加无从谈起，因此在诸强竞

争结构中，外部竞争压力压倒内部安定压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积极促进商业贸易，赚
取真金白银，充实国库，因为“农业岂能富国，农业只可安国”，②并大力推进科学技术

的革新（集中表现为两次工业革命），不仅有利于提升产品的竞争力，增进贸易优势和

财力税收，而且有利于改进军事装备，直接增进本国的硬实力。 为了从根本上促进工

商业的发展和科技的竞争力，政府必须最大限度地激发每一个个体、每一个民众投身

于经贸活动和技术发明的动力，③而前提就是建立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特别是以经

济制度为核心的一整套社会制度安排，保护私人产权、保护发明专利等。 需要注意的

是，并非每一个政治实体都有能力构建和维系一个统一、规范、强有力和权威性的制度

体系，１５ 世纪以前欧洲大范围的分散林立小邦国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当具

有一定人口数量、国土规模以及强有力的王权和民族凝聚力的民族国家得以建立时，
国家才具有提供制度保障的能力。 因此，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崛起的根源就在于实现

了“适度的分裂”这一微妙的平衡，同时具备了“进取”的意愿和能力。
值得玩味的是，在欧洲国家竞争和崛起的道路上，促进工商业和技术进步虽然直

接巩固了国力和王权，但最终国内新兴势力（所谓资产阶级）的崛起也导致了王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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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积极主动地谋求区域霸权能够获得最大限度的生存机会。 参见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
ｍ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ＷＷ 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１。

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宋朝是少有的不抑商的朝代，特别是“偏居江南、缺田少地”的南宋在极高的国

防压力和军事开支压力（抵御蒙古入侵长达 ７０ 年）下海洋贸易立国，其财政收入远超数百年后的明清。 此外，欧
洲一系列国家的崛起也直接源于国家层面的“重商主义”。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讲，国家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从根本上取决于广大民众，国家需要最大限度地激发每

一个民众、每一个个体对社会经济的贡献。



瓦解或消亡（表现为资产阶级积蓄一定力量后迫使封建君主立宪以分享权力，或积蓄

足够力量后直接发动暴力革命推翻王室），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一个两难

选择，在剧烈的外部压力下，如果不竭力推动工商贸易和技术革新以增进国力，国家吞

并、统治瓦解的危险可能迫在眉睫、来得更快。

总体上，本文对保罗·肯尼迪的理论加以改进，并在其基础上更多地整合了诺斯

的制度理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推进：

第一，肯尼迪更多从政治（政权）消极性的角度看待政治上的分裂与欧洲崛起之

间的关联，国家政权的弱小和社会控制力量的薄弱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和新兴势力的

萌芽和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相比较而言，本文则主要从政治（政权）积极性的角度，

认为欧洲崛起不是政府弱小和控制乏力的结果，而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和诸强竞争格局

的形成，达成了“适度分裂”的微妙平衡，使得政府同时有意愿且有能力为贸易发展、

工业进步和技术创新提供激励和制度保障的结果。

第二，本文构建了一套比较简洁、系统的逻辑推演体系，不是简单论述分裂（政治

多元性）造就了欧洲的崛起，或者大一统导致了亚洲的停滞和衰落，而是区分了分裂

的“度”，并界定了国家的“进取”意志和能力两组概念。 在不同的分裂状态下，统治集

团会面临强弱不同的内外压力（内部安定压力居主导地位或外部竞争压力居主导地

位），并进一步影响了统治集团进取的意图和能力，只有分裂的状态达到了“微妙的平

衡”，政府（统治集团）才能同时具备进取的意愿和能力，为民众的经济活动和技术发

明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激励。 本文的分析对象不仅仅侧重于欧洲，而是同时进行了

欧洲和亚洲各自政治格局演化的纵向梳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数百年的历史分析）以

及双方政治结构体系的横向对比（归纳为“诸强竞争格局”和“帝国—附庸体系”），以

更好地论证“适度分裂”的分析框架。

第三，动态性地理解“适度的分裂”，不仅解释欧洲的崛起和亚洲的衰退，更可解释

当下欧洲的颓势和亚洲的复兴。 伴随着历史周期和世界形势的演变，“适度分裂”有了

新的含义和尺度，用同一个分析框架和逻辑体系依然能较好地解释当下形势之转变———

为什么欧洲渐现颓势而亚洲（特别是中国）走向复兴，具有较好的理论延展性和解释力。

三　 诸强竞争结构：欧洲政治格局的历史演进

１５ 世纪以来的数百年中，欧洲的一个基本政治格局就是总是存在着若干势均力

敌的国家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且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维持对其他国家的长期绝对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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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欧洲诸国同处于一个竞争圈中，因为欧洲国家分布相对集中、空间相对狭小，且

各民族多有渊源、联系密切。① 欧洲诸国的竞争格局可以界定成一个流动性和交融性

很强的三层竞争圈，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国力较为强盛、竞争较为激烈的若干核心竞

争圈国家，也有国力较弱、冲突较少的边缘竞争圈国家以及外围圈国家。 三圈的国家

并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变化的（因此，竞争圈用虚线勾勒而不是实线），通过国内变

革、科技革新、外交纵横与冲突战争，有些国家可能由外围圈逐渐进入边缘竞争圈甚至

核心竞争圈，而有些国家也可能由核心竞争圈逐渐退出，沦为边缘竞争圈乃至外围圈

国家。 总之，欧洲国家的竞争格局经历着不断的“新陈代谢”“优胜劣汰”，不停地输入

“新鲜血液”，“你方唱罢我登场”，１５ 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段总存在着若干势

均力敌的强国之间的激烈竞争，它们都渴望捍卫自己的生存，乃至谋取全欧洲的霸权。

具体分析史实，大致以百年为单位，分析公元 １５００—１９００ 年欧洲国家竞争格局的

变迁，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１５００—１９００ 年欧洲国家竞争结构演化图

时
段国

家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８００ １９００ 累计

英国 边缘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４＋１
法国 边缘 核心 核心 核心 核心 ４＋１
奥地利 外围 边缘 核心 核心 核心 ３＋１
俄罗斯 外围 边缘 边缘 核心 核心 １＋１
德国② 外围 外围 外围 边缘 核心 ２＋２
西班牙 核心 核心 核心 边缘 边缘 ３＋２
荷兰 外围 核心 核心 外围 外围 ２
葡萄牙 核心 外围③ 外围 外围 外围 １
结构 ２＋２ ４＋２ ４ ／ ５④＋１ ４＋２ ５＋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结构”横轴栏的数字表示各个时间段核心圈和边缘圈国家的构成，以 １５００ 年为例，“２＋２”

表示有两个核心竞争圈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两个边缘竞争圈国家（英国和法国）；“累计”纵轴
栏的数字表示各个国家在 ５ 个历史时期累计进入核心圈或边缘圈的次数，以英国为例，“４＋１”表示 ４
次（１６００ 年、１７００ 年、１８００ 年、１９００ 年）处于核心竞争圈，１ 次（１５００ 年）处于边缘竞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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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部分国家之间甚至形成“世仇”，如法国与德国 ／ 普鲁士（赢得普法战争的普鲁士国王“骄傲地”在巴黎凡

尔赛宫称帝登基，４０ 年后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又主张严厉地制裁德国、最大限度地压缩德国的生存空间，
且阿尔萨斯、洛林等战略要地在德法之间反复割让并反复更换着“母语”）、英国与法国（缘于英法百年战争）等。

含 １８７１ 年之前的普鲁士。
此时葡萄牙被西班牙兼并。
此时英国和荷兰共享国王，核心竞争圈的国家可以计为 ４ 个或 ５ 个。



１ 公元 １５００ 年：核心圈包括葡萄牙王国和西班牙王国。 葡萄牙赢得光复战争

后于 １４ 世纪率先建立了统一的民族国家，率先走上大航海之路。 西班牙则紧随其

后，相继建立了强大的殖民帝国，二者一度均分天下。① 边缘圈包括法兰西王国和英

格兰王国，二者经英法百年战争，逐渐建立了强有力的王权和统一的民族国家，虽然

它们的航海殖民进程晚于葡萄牙和西班牙，但一直在积蓄力量，伺机挑战。 欧洲诸

强竞争体系的外部还面临着来自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与挑战。 作为横跨欧亚非的大

帝国，奥斯曼帝国占据了东欧的巴尔干半岛，不仅控制了东西方的陆路商道（是葡

萄牙和西班牙开拓海洋贸易路线的一个直接原因），也对欧洲诸国的生存安全构成

直接威胁。 在苏莱曼大帝（Ｓｕｌｅｙｍａｎ Ⅰ ｔｈｅ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ｕｒｌ）时期，帝国的势力走向了

鼎盛。

２ 公元 １６００ 年：核心圈包括西班牙王国、英格兰王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

兰）、法兰西王国。 此时的葡萄牙已被西班牙吞并，②西班牙的海上霸权和殖民势力走

向了顶峰，然而英格兰于 １５８８ 年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西班牙由盛转衰，英格兰和荷

兰开始建立海上强权。 边缘圈包括奥地利大公国（自 １３ 世纪起，统治奥地利的哈布

斯堡家族长期占据着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位）和莫斯科公国（１６１３ 年建立罗曼诺夫王

朝），这两国虽没有直接参与海上贸易和殖民开拓的竞争，但都积极地开疆拓土，逐渐

成长为不可忽视的陆路强国。 外部挑战同样来自奥斯曼帝国，其向欧洲的扩张步伐一

直没有停歇，１７ 世纪中叶，科普律鲁（Ｋöｐｒüｌü）家族执掌了帝国的权力，在欧洲战场相

继重夺特兰西瓦尼亚、征服克里特以及扩张至乌克兰南部。

３ 公元 １７００ 年：核心圈包括英格兰王国（联合苏格兰③和荷兰）、法兰西王国、西

班牙王国、奥地利大公国。 经过光荣革命之后，英格兰与荷兰共享国王，④一度建立了

“英荷联盟”。 此时的法国正处于波旁王朝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 ⅩⅣ）时期，“太阳王”在位

期间相继发动了法荷战争、大同盟战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于 １７ 世纪末期建立了

法国的欧陆霸主地位。 奥地利大公国在这一时期也走向强盛，逐渐由边缘圈进入核心

圈，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包括 １６８３ 年维也纳之战⑤战胜奥斯曼帝国，维护和巩固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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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４９３ 年 ５ 月在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下，西班牙和葡萄牙以亚速尔群岛和佛德角群岛以西 １００ 里

格的子午线为划分殖民地的分界线，以西的土地归西班牙，以东的土地归葡萄牙，称为“教皇子午线”。
１５８０ 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兼任葡萄牙国王。
１７０７ 年英格兰王国和苏格兰王国正式合并。
１６８８ 年，辉格党人与部分托利党人为避免信奉天主教的詹姆士二世传位给刚出生的儿子（即由天主教

徒再次继承王位），因而邀请詹姆士二世的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时任荷兰执政）赴英国保护英国的宗教、财产和

自由。 威廉带兵兵不血刃进入伦敦，詹姆士二世仓皇出逃，议会重掌大权，威廉和玛丽即位英国国王与王后。
维也纳之战是中欧的多个王国与奥斯曼帝国持续三百年争斗以来的一次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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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欧的霸权，并通过随后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于 １６９９ 年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卡

尔洛夫奇条约》（Ｔｒｅａｔｙ ｏｆ Ｋａｒｌｏｗｉｔｚ），获取了匈牙利全境（奠定了后来奥地利帝国、

奥匈帝国时期的版图）。 １７２１ 年彼得一世加冕称帝，开启了沙皇俄国时代，位于边缘

圈的俄国在彼得大帝的率领下积极改革，学习西欧的先进科技与制度，为崛起积蓄

力量。 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仍构成外部挑战，但在维也纳之战中落败，受到以强

盛的哈布斯堡王朝为首的欧洲诸国压制，对欧洲的威胁减小，停止了向欧洲扩张的

步伐。

４ 公元 １８００ 年：核心圈包括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联合汉诺威）、法兰西共和

国（法国大革命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１８０４ 年拿破仑加冕后为法兰西第一帝

国）、①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 此时英国的海上霸权仍旧无可撼动，且正处于第一

次工业革命的进程之中，极大地强化了工业实力和贸易优势。 法国在拿破仑的领导下

走向极盛时期，构筑了欧陆霸权，控制了大半个欧洲。 神圣罗马帝国（以奥地利大公

国为中心）虽起初与英国、俄国等同盟对抗法国，但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战争期间的奥

斯特利茨战役中被拿破仑击败，弗朗茨二世（Ｆｒａｎｚ Ⅱ）被迫放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号

（仅以奥地利皇帝的名义统治哈布斯堡王朝的剩余领土），且其在德意志地区的霸主

地位也受到来自普鲁士的长期争夺与激烈挑战。 俄罗斯帝国在若干次的反法战争中

虽然也遭遇失败，但在 １８１２ 年最终击溃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正式奠定了欧洲核心

大国的地位。 边缘圈则包括西班牙王国、普鲁士王国。 此时的西班牙已彻底脱离核心

圈，甚至一度沦为法国的附庸国。② 普鲁士王国在腓特烈二世（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Ⅱ）时期积

极变革、整顿军备，将普鲁士变为一个强大的军事国家，同时积极接受启蒙思想，改进

司法和教育制度，③鼓励宗教信仰自由，并扶持科学技术发展，使得普鲁士逐渐成长为

德意志最强大的邦国和欧洲诸强之一，但此时仍无力与英国、法国等核心圈大国全面

抗衡。 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构成的外部挑战更加减小，自身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而遥

远东方的中国则为欧洲提供了“精神标杆和挑战”，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引导下，

西欧掀起了一场“中国文化热”，中国成为西欧诸国潜在的学习标杆和赶超对象，这也

激励着欧洲国家不断进取、革新。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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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法兰西帝国极盛时期，荷兰、罗马等地区直接并入法国，西班牙、莱茵同盟、意大利王国、那不勒斯王国、
华沙大公国、瑞士为其附庸国，丹麦、奥地利、普鲁士等为其同盟国。

１８０８ 年拿破仑之兄约瑟夫·波拿巴被封为西班牙国王。
１８０９ 年在柏林创办了腓特烈·威廉大学（柏林大学），开创了教学与科研并重的现代大学理念，被誉为

“现代大学之母”。
例如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度，建立了文官制度。



５ 公元 １９００ 年：核心圈包括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德意志帝国、法兰西共

和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 普鲁士于 １８７１ 年的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普鲁士国王

威廉一世（Ｗｉｌｈｅｌｍ Ⅰ）在凡尔赛宫加冕成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正式跃入核心圈，
成为可与英国、法国匹敌的欧洲强权，并在 １９１１ 年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妄图彻底改

变原有世界格局，分取更大的“蛋糕”。 边缘圈包括西班牙王国和意大利王国，意大利

由撒丁王国完成统一，由外围进入边缘竞争圈。 而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
危机重重，不再构成外缘挑战，欧洲的竞争之源几乎全部来自内部诸国之间的较量和

争夺。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欧洲已经完全奠定了世界中心地位，世界即是欧洲强国竞

争的舞台，欧洲诸强的战争就是世界战争。
总结上述分析，１５ 世纪以后欧洲历史舞台就是若干势均力敌的国家之间的激烈

竞争，主要强国有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奥地利、俄罗斯，这 ８ 个国家

轮番登场，在外围圈、边缘圈、核心圈之间流动、循环，构成了一个动态交融的欧洲国家

竞争结构。 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段，欧洲都有若干势均力敌的强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并
且从 １５００ 年至 １９００ 年，核心竞争圈的国家数目越来越多，竞争压力和激烈程度越来

越大，促进了欧洲诸国争相促进和推动商业贸易、工业生产和技术创新，增进综合国力

和军事实力，以捍卫国家的生存、利益乃至全欧的霸权，直接加速了欧洲的历史发展进

程和政治经济军事的崛起。

四　 帝国—附庸体系：亚洲政治格局的历史演进

伴随着欧洲的崛起，亚洲则渐现颓势，在 １４ 世纪至 １８ 世纪（１８ 世纪以后亚洲的

古老文明开始大范围地遭受西方的“侵辱”）这五百年间，亚洲的三个主要文明区（东
亚、西亚、南亚）的政治格局基本上都是大一统的帝国以及帝国周围的附庸国，这些大

帝国与附庸国之间不是竞争和竞赛关系（附庸国根本无力与“中央帝国”竞争），而是

臣服和朝贡关系；①是稳定、僵化、平和的帝国—附庸体系，而不是动态、流动、激烈的

诸强竞争格局，而且三大体系之间少有竞争和冲突，各自分属不同的政治圈（文明

圈）。 一方面是因为亚洲幅员辽阔、山川阻隔，东亚、西亚、南亚三个文明区之间的互

动交流远少于欧洲诸国（荷裔历史地理学家房龙在描述中国的历史地理时甚至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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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皇明祖训》之《箴戒章》录有朱元璋制定的对外策略：“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

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 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
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

为“东亚大半岛”，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中国的东、南、西三面都是大海与高山阻

隔，主要的威胁就来自北面②）；另一方面，亚洲大帝国都主要以农业立国，③热衷于安

内而不是征外，倾心于垦殖而不是贸易。 因此，三大文明区中的帝国几乎都处于一种

“唯我独大”、“四方来朝”的局面，缺乏竞争对手，“安于现状”，专注于维护既有的王

权和统治，缺乏竞争、进取和革新的动力。 事实上，帝国—附庸体系中的国力绝对差距

（大帝国相比“附庸国”具有绝对的国力优势）不仅使得大帝国的封建统治集团没有任

何外部压力，“全神贯注”于安内，而且位于边缘的附庸国也没有外部压力，因为它们

既不指望挑战大国，也不担心大国轻易改变既有利益格局和秩序④（例如明朝洪武二

年的《皇明祖训》列明了朝鲜、安南、暹罗等 １５ 个“不征之国”奉行“怀柔远人”的宗藩

政策，朝鲜等外藩国不仅无力挑战“中央帝国”，也不担心“中央帝国”会轻易地无罪征

伐），也是全身心地安内，维护治内的统治。 东亚、西亚、南亚基本皆为帝国—附庸关

系，且三大体系之间的直接交流互动相对较少。

具体分析史实，大致以百年为单位，分析公元 １４ 世纪到 １８ 世纪亚洲国家竞争格

局的变迁。

１ １４ 世纪：东亚方面，横扫欧亚大陆的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１２７１ 年忽必烈改国

号“大蒙古国”为“大元”），四大汗国服从其大汗宗主权，高丽、缅甸、安南、占城亦为其

藩属。⑤ 南亚方面，突厥—阿富汗伊斯兰军事贵族以德里为中心构筑了统治印度北

部的德里苏丹国（包含了跨度长达三百多年的 ５ 个王朝），１４ 世纪图格鲁克王朝时

期曾数次南征，占领了差不多整个印度南部地区，其版图几乎到了现代印度、巴基斯

坦和孟加拉国的总和。 西亚方面，则一度出现奥斯曼、埃及、阿拉伯诸部、贾拉尔等

诸国并立局面。

２ １５ 世纪：东亚方面，朱元璋建立的明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

的大一统中原王朝。 明朝建立后逐步恢复了唐宋时期的朝贡制度，洪武二年《皇明

祖训》中列明了一批朝贡国为“不征之国”，体现了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典型的“平

和”关系。 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国力强盛、七下西洋，进一步开创了万国来朝的外交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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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房龙著，纪何、滕华译：《房龙地理：关于世界的故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３５ 页。
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
东亚和南亚尤其明显，西亚 １６ 世纪以来主宰的奥斯曼帝国也是农业立国，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有一句名言

就说得十分清楚：“犁就是著述土耳其历史的笔。”参见杨兆钧：《土耳其现代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
以中国为例，构建了一个悠久、稳定的朝贡体系。
傅乐成：《中国通史》，北京：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面。① 西亚方面，突厥化蒙古人帖木儿建立了帖木儿帝国，疆域从德里到大马士革、从

咸海到波斯湾，盛极一时。 南亚方面，德里苏丹国陷入分裂，与巴赫曼尼、吉吉巴特、孟

加拉等诸邦并立。

表 ３　 １４ 至 １８ 世纪亚洲国家体系格局
时

间
段文

明
区

１４ 世纪 １５ 世纪 １６ 世纪 １７ 世纪 １８ 世纪 区域比例

东亚 元帝国 明帝国 明帝国 清帝国 清帝国 １００％

西亚
奥斯曼、埃及、
阿拉伯部落等

帖木儿帝国
奥斯曼
帝国

奥斯曼
帝国

奥斯曼帝国 ８０％

南亚 德里苏丹王朝
德里苏丹国、巴赫
曼尼、吉吉巴特等

莫卧儿
帝国

莫卧儿
帝国

马拉特联盟、莫卧
儿、海德拉巴等

６０％

时段比例 ６６％ ６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６６％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注：帝国附庸体系用深灰色标出，时段比例代表各个历史时期三个地域中帝国—附庸结构的比

例，以 １４ 世纪为例，东亚和南亚为帝国—附庸结构，西亚为诸国林立，因此帝国—附庸结构占比
６６％。 区域比例代表三个地域在不同历史时期下帝国—附庸结构的累计比例，以东亚为例，１４ 至 １８
世纪 ５ 个历史时期皆为大一统的帝国，占比 １００％。

３ １６ 世纪：东亚方面，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后，面临一系列内忧外患（外有鞑靼达延

汗进犯、内有叛乱和民变），到明世宗朱厚熜（即嘉靖朝）时期，依旧外患不断（称为“南

倭北虏”），但经历明穆宗朱载垕时期的隆庆新政、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朝）时期的张

居正改革，边境安宁，国力强盛，呈现了中兴气象，特别是通过“万历三大征”（主要为

被动应对而非“主动侵略”），②维护和巩固了明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即东亚的宗主

国—附属国体系）。 西亚方面，在苏莱曼大帝的领导下，国祚长达六百多年的奥斯曼

帝国在这一时期崛起为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大帝国，进入帝国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

的伊斯兰国家都被其征服，欧洲的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摩尔多瓦以及亚

洲的阿曼、非洲的突尼斯等都成为其附属国，向其纳贡。 南亚方面，突厥化蒙古人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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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陈威：《明朝建立朝贡体系的动机分析》，广州：暨南大学 ２０１２ 年硕士学位论文。
万历三大征指明神宗万历年间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

为李如松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

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 参见田野：《懒政毁了大明王朝？》，载《文史博览》，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第 ５９
页。 可见，这三大战役主要是明王朝对挑战“帝国—附庸体系”的叛乱和入侵的应对，而非“中央帝国”的主动

征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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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入主南亚建立了国祚长达三百多年的莫卧儿帝国，统一了南亚次大陆的绝大部分地

区，到第三任皇帝阿卡巴（Ａｋｂａｒ）时期，对内奉行文化融合和宗教宽容政策，经济文化

取得了大发展，对外以武力和怀柔并举开疆拓土，统一印度北部、开拓西北版图、平定

南方王国，开启了帝国的全盛时期。

４ １７ 世纪：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崛起，统一女真各部，创建八旗制度，建

立后金政权，后于 １６４４ 年在多尔衮的率领下入主中原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大一统的

封建王朝清帝国，而早在皇太极时期，就曾两次出兵朝鲜，迫使朝鲜成为其附庸，开始

构建以其为主导的东亚帝国—附庸体系。 西亚方面，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步伐逐渐放

缓，１７ 世纪末期（在欧洲方向）的扩张战争进展并不顺利，①但依旧在西亚和北非处于

主导地位。 南亚方面，莫卧儿帝国到第五任皇帝沙贾汗（Ｓｈａｈ Ｊａｈａｎ，“沙贾汗”在波斯

语中的意思是“世界的统治者”）时期走向鼎盛，兼并艾哈迈德讷格尔王国，重夺现处

阿富汗南部的重镇坎大哈，但积极的军事扩张也造成了沉重的财政压力。 到第六任皇

帝奥朗则布（Ｏｒａｎｄｚｅ Ｂｂｕ）时期，帝国的疆域达到了顶峰，除了南亚次大陆的南端和马

拉塔王国以外，奥朗则布统一了整个印度次大陆。

５ １８ 世纪：东亚方面，经过康熙大帝数十年的南征北战，清帝国的疆域达到鼎盛，

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时期，国力强盛，四方来朝，乾隆时期的附属国包括东

南亚地区的安南（今越南）、南掌（今老挝）、暹罗（今泰国）、缅甸等国，西南喜马拉雅

山脉一带的廓尔喀（今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等国，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汗国、布

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等国。② 西亚方面，奥斯曼帝国

逐渐丧失对边疆省份的直接控制，但依旧维持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地区的宗

主—藩属关系。 南亚方面，莫卧儿帝国在第六任皇帝奥朗则布死后即陷入分裂，③马

拉特联盟、莫卧儿（仅统治以德里为中心的印度北部周边地区）、海德拉巴等诸国

并立。

综上，自 １４ 世纪以来的亚洲三大文明区基本上一直是帝国—附庸格局为主的局

面，各个文明区内往往存在着一个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和国力优势的“超级大国”。 如

表 ２ 所示，以各个区域为分析单元，大体以百年为分析单位，东亚地区在 ５ 个历史时段

皆为帝国—附庸体系，西亚大体有 ４ ／ ５ 的历史时段为帝国—附庸体系，南亚大体有３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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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６８１ 年以后，奥斯曼帝国在欧洲战场上先后败于俄国、威尼斯和奥地利。 １６８３ 年维也纳战役以失败告

终，停止了向欧洲扩张的步伐。 到 １６８７ 年，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失去乌克兰、匈牙利等大片领土。
姜公韬：《中国通史 明清史·第六章 清朝的极盛与中衰》，北京：九州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第 １６９—１７３ 页。
第六任皇帝奥朗则布统治时期莫卧儿帝国疆域扩至最大，但长年战争导致财政危机，而且他实行消极宗

教政策激化了民族矛盾（莫卧儿统治阶层信仰伊斯兰教，主体民族则信仰印度教）。



的历史时段为帝国—附庸体系，东亚的“中央帝国”中国自 １３ 世纪末以来的六百多年

里一直处于竞争匮乏、僵化稳定、平和滞缓的帝国—附庸体系之中，皇权巩固和封建统

治的稳定压倒一切，缺乏竞争、革新和进取的动力，从而使得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并创

造了辉煌灿烂文明的中原王朝逐渐“僵颓”（例如放弃海洋、闭关锁国、八股取士、文化

专制、禁锢思想等），直至近代彻底丧失了优势和活力，在西方列强的重击下“天朝梦

醒”。 以各个历史时段为分析单元，１６ 世纪和 １７ 世纪三个文明区皆为帝国—附庸体

系，而这一时期正是欧洲民族国家相继形成、争相开拓航海殖民和全球贸易、激烈展开

财富追逐和霸权争夺、积极推动技术革新和制度创建的年代，也是西方文明奠定近五

百年优势地位的奠基（起飞）时期。 这一阶段东西方“一静一动，一僵一活，对比分

明”，成为东西方文明“一起一伏，西方走强，东方势衰”的转折点。 可见，动态、流动的

诸强竞争结构和稳定、僵化的帝国—附庸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异正是欧洲崛起和亚洲衰

落的一个根源性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近五六百年亚洲基本上处于竞争匮乏的帝国—附庸格局，但

历史上也不乏诸强竞争、激烈变革的局面。 以中国为例，春秋战国时期，“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激烈竞争，思想大爆发，诸子百家争鸣，各国争相改革变法（如魏国李悝变

法、秦国商鞅变法等），创新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提升国力，谋取霸权，这一时期所孕

育的思想（儒家、道家等）也成为中华文明的文化内核，影响至今，德国哲学家卡尔·

雅斯贝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则大致将春秋战国时期划定为中华文明取得重大突破和为后

世文明奠基的“轴心时代”。① 另一个例子是宋朝，中华文明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文化

与科学技术的巅峰时期，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出自宋朝，

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也都有令后世称道的进步和创新。 而此时的中国也处

于诸强对立、外压不断的格局之中，如北宋、辽、西夏并立和南宋、金、蒙古并立等。

事实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抑商的朝代，统治者甚至鼓励商业贸易和手工

业生产，南宋更是海洋贸易立国，②在丧失中原沃土与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积极向南开

拓生存空间，拓展航海贸易，积蓄了丰厚的财政收入和国力。 尽管南宋最终亡于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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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雅斯贝斯在 １９４９ 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认为，公元前 ８００ 年至公元前 ２００ 年之间，尤其是公

元前 ６００ 年至前 ３００ 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在轴心时

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拉比先知

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核，对人类

文明的发展影响深远。 参见卡尔·雅斯贝斯著，魏楚雄、俞新天译：《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 １９８９
年版；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 Ｖｏｍ Ｕｒｓｐｒｕｎｇ ｕｎｄ Ｚｉｅｌ 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Ｚｕｒｉｃｈ： Ａｒｔｅｍｉｓ⁃Ｖｅｒｌａｇ， １９４９。

南宋建立了遍及全球的海洋贸易体系，南宋的货币成为周边各国的硬通货（成为“国际贸易结算货

币”），如今甚至在非洲都有宋朝货币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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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是蒙古征服史中“最难啃的骨头”，抵御蒙古入侵达 ７０ 年之久，足见南宋军力和

财力的雄厚。

五　 全球化的新影响与“适度分裂”的动态释义：
　 　 解读欧洲颓势与亚洲（中国）复兴

　 　 近一百多年来，亚洲古老文明的子民一直在苦苦思索原本落后者的超越和原

本领先者的衰颓，而如今世界格局的演变又将“李约瑟难题”引向了另一面，为何欧

洲渐现颓势，而亚洲再度复兴？ 本文构建的“分裂进步理论”，也有必要进一步阐释

这一问题，从而检验并深化理论的解释力度及广度。 既然历史上欧洲的“适度分

裂”造就了欧洲的兴起，而亚洲的“过低分裂”导致了亚洲的衰颓，为什么 ２０ 世纪

后期或 ２１ 世纪以来，亚洲（特别是中国）重新崛起，欧洲反而尽显颓势（表现为经

济衰颓、政府破产、福利国家难以为继、社会矛盾与种族问题尖锐、暴力恐怖袭击不

断等）？

分析其原因，在于各国所处的国际体系和竞争格局（大环境、大系统）又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越来越密

切，曾经遥远难及、各自为安的国度之间也会变得紧密相连、影响至深。 一个最典型的

例子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一千年前对于中国来说美洲还是《山海经》中只言片语

记录的“传说之地”，而中国则是以“天下”自居，是为天下之中；一千年后，两个遥远的

国度却存在如此密切的经贸往来和深度的相互依赖，同时也存在十分激烈的国际竞

争。 如今，亚洲的“大帝国”①不再处于相对封闭的帝国—附庸体系之中，而是身处全

球化大背景下的激烈竞争场域之中，“大帝国”也不再缺乏竞争的压力和进取的欲求，

时刻要与全世界最强的国家竞争与互动。 在全球化国际竞争的背景下，不论是欧洲的

民族国家，还是亚洲的“大一统帝国”，都面临巨大的外部竞争压力；而且，在全球化背

景下，昔日“大一统的帝国”反而更加“强而有力”，欧洲那样的分裂格局不仅不再是优

势，反而成了一盘散沙、势单力孤的劣势，既难以构建统一的市场和经济秩序（相比

“大一统的帝国”②），也难以制定统一、协调的经济政策和稳定、长远的宏观规划，并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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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的“大帝国”，并非指政治体制，而主要是指大国架构———疆域广阔、人口众多，如今天的中国，其疆

域和版图不输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大一统的帝国。
如中国、美国这样的国家架构。



行强有力的制度体系和构建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①更没有足够的综合国力与其他的

“大一统”国家竞争。 欧洲自发的一体化运动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欧盟的前身欧共

体即是欧洲的一批有识之士面对西欧在二战后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在美苏大国夹缝

中艰难生存的窘境，做出反应、图变的结果，认为只有最终实现欧洲的统一，才能重

现昔日的辉煌。 因此，全球化使得“适度分裂”有了新的含义，伴随全球各国之间联

系日益紧密，“适度分裂”所需要的国家规模和架构越来越大（“标准”越来越高），中

国这样的“大一统帝国”在数百年前可能属于分裂程度太低，现在则属于分裂程度适

中，而欧洲那样的诸国分立反而分裂程度过高，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也无力与其他

大国竞争。 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下，具有“大一统帝国”规格的典型国家主要有中国、

美国，无论是人口还是国土方面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而欧洲一体化的目的在相当

意义上正是要将欧洲塑造成一个这样的“大一统帝国”。② 伴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

升，适度分裂所需要的大国架构越来越大，曾经的大航海和欧洲诸国竞争时代，葡萄

牙、荷兰等小国也是大国乃至全球霸主，而如今，只有具备了中国、美国等这样的大

国架构以及辽阔的土地和殷实的人口，方可称为大国，才有足够的能力和底气应对

全球竞争。

（截稿：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责任编辑：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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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近年来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从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是一个典型的例

子，由中组部牵头，十几个部委配合，几乎是倾全国之力招贤纳士，为海外高层次人才提供了非常好的平台和待

遇，从欧美国家吸纳了大批人才回国。 这样一种国家层面的宏观人才规划，很难想象能够在整个欧洲像中国那样

在中组部的强力领导下有效地执行，也对比了当前欧洲国家较为普遍的人才流失和科研优势的逐渐丧失。
曾经作为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则不再具备这样的大国架构。


